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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

宋方青

如何处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相当敏感且颇有争议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司法改革，这又是

一个前置性的问题。当下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司法改革，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司法改革高效、健康
前行的必备条件，如何实现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则是我们必须着力思考的问题。
歌德曾经有一句名言: 政治上的愚蠢应该被看作是罪行，因为它将招致千百万人的苦难。在西

方，传统的司法法理学一直强调法律与政治的分离。在人们眼中，政治是选择问题，是权力的博弈
场，是恣意性的、非理性的，不符合知识的标准，因此，在法律人看来，政治往往是一个贬义词。
在我国，司法泛政治化的现象时为国人诟病。我国的司法改革一直是在顶层设计中前行。在以

职业化为原则的司法改革推行了十余年后，中央提出了“三个至上”，政法系统随即开始了 “大讨
论、大学习”。当时，全国法院“大学习、大讨论”的十个讨论题目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司法机
关被赋予了诸多的政治任务。这十个题目是: 如何认识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 如
何认识和坚持人民法院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检验标准; 如何认识和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人民法

院工作; 如何认识和把握人民法院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 如何认识和把握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如何认识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强司法权威; 如何认识和坚持党的领导这一
重大政治原则; 如何认识和贯彻人民法院 “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和 “五个与时俱进”的工作思
路; 如何认识和落实建设 “学习型、团结型、创新型”机关; 如何认识和落实领导干部、领导机
关应做工作上的表率、作风上的表率、服务上的表率。在我国现行的宪制框架内，司法权作为国家
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是不能违背政治的需要的，且当它是民意的表述，司法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也

理应体现。但是，对于过往的中国司法改革，无论是政法系统还是学术界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
肯定也有批评。批评性最大的一个表述就是中国的司法改革是大倒退，司法的公信力并未因此提
升，而是一定程度的滑坡。当然，也因为司法机关承载了诸多的政治任务，于是一旦错案冤案出现
时，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就会加重，司法机关也因此承担了它本不该承担的责任。
瑞典学者摩罗·赞姆布尼 ( Mauro Zamboni) 曾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分为三种模式: 一是自治

模式 ( Autonomous Model) 。在这种模式下，法律与政治在概念上是分离的，法律自身具有一定的
刚性 ( rigidity) ，可以排除政治的干扰。二是嵌入模式 ( Embedded Model) 。在这种模式下，法律
被视为政治的一环，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三是交叉模式 ( Intersecting Model) ，是上述两种模式
的综合，法律既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同时又与政治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换句话说，法律具有一定
的刚性，但是这种刚性只是部分的 ( partial) 。［1］ 虽然摩罗·赞姆布尼在具体的归类上有很多值得
商榷的地方，但其“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却极富启发性，并且反映了当代学者对于法律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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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关系的典型认识，由此，司法与政治的关系也可进行这三种类型的划分。
司法具有的中立性使司法与政治具有天然的排斥性。然而，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司法又总是

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是在较为严格实行三权分立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学者迈克尔曾
经称联邦最高法院为“最高政治院 ( Supreme Political Court) ”。美国的法院在对立法行使审查权
时，经常声称或提醒“政治问题回避审查”原则。联邦最高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凡具有如下特
征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最高法院回避审查: 第一，宪法明确规定将某一问题交给与法院平行的政

府部门解决; 第二，法院在解决某一宪法问题时，缺乏能被发现和易于控制的司法标准; 第三，法

院在对某些宪法问题作出决定前，应当考虑是否对平行政府机构缺乏尊重; 第四，某些宪法问题可

在不同政府机构中产生多种意见，如法院对之加以审理，将产生潜在的困恼。［2］ 政治问题之所要
回避，原因是，美国法官认为，政府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属于政治分支，因为他们由人民选举产

生，目的是为公共事务做决策。但制宪者设置司法分支，不是用作反映多数人意志的工具，并非政
治性的分支。所以，政治问题由政治分支解决，最高法院不解决政治问题。但是承担司法审查职能
的法院机构是不可能不涉及政治问题的。如果司法机关不仅享有裁判私人之间纠纷的最终权威，而
且享有最终权威对代表多数利益的立法机关的法案进行审查，那么，这一权威的存在将可能导致立

法机关的代表敷衍塞责， “立法机关有时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而将这个责任传给了法院”。［3］55 这
样，本应由立法机关履行的公共政策的决定权实际上从立法机关转移到了司法机关。因此，当司法
机关承担了监督立法的职能时，司法过程必然带有政治性，在此意义上，司法审查的 “政治问题
回避审查”原则只具有相对性。托克维尔曾说: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迟早都会变成司
法问题。”但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美国，法院将政治问题转化为司法问题，它决不会另立一套
“不按法理出牌”，“不按司法规则操作”的纠纷解决系统，而是通过法律思维与法律程序解决政治
问题，“所有政党在它们的日常论点中，都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大部分公务人员都是或曾经
是法学家，所以他们把自己固有的习惯和思想方法都应用到公务活动中去”。［4］310 此外，这种政治
审查还有控权的目的与意义。
无论在哪个国家，定分止争都是法院的主要职能。虽然在不同国家法院的地位、权威有所不

同，但所遵循的司法规律应当都有许多共通之处，法院应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构、团
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具有被动性、中立性、权威性、终局性，司法应忠诚于法律，不能沦为政治
的工具。
在我国，司法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司法机关承担了诸多的政治任务。虽然我国宪法规定人

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构、团体或个人的干涉，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不可避免
地受到了政治的影响。
中国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正在启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
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其中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司

法与党的关系。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执政党来说，治理现代化

就是要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水平。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
围内活动。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应当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把党的主张和意图变成全体
人民的意志和行动，而不应超越国家权力机关直接行使权力。十八大已明确指出，要 “善于使党
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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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处理好司法与党的关系，我认为，应在体制内寻找两者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就是两者都

主张人民利益至上，以人民的利益为圭臬，并通过它们所共同依托的制度平台———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达到平衡，实现良性互动，最终通过遵守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所制定的法律达致殊途同归
———维护人民的利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正正义。就司法而言，则是最终在法律至上的引领下，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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